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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合作生产理论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无论是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产生了重要的影

响，成为了公共服务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理论依据。文章在系统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进一步界

定了公共服务中合作生产的概念，并阐述了合作生产研究随公共行政范式转换的演进。研究从个体层面、

公共组织层面、社会环境层面三个层面对它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之上，文章梳理了国内外

学者对于合作生产方式的类型和维度划分。同时，文章还探讨了公共服务的合作生产绩效衡量的内容、

评估模式以及绩效影响因素，为合作生产的绩效评估提供了理论支持。值得注意的是，合作生产在公共

服务中发挥正向效应的同时，也存在阴暗面。未来研究应该加强中国情景下公共服务合作生产的本土化

研究，进一步明晰合作生产的概念内涵，拓展其在实际应用中的领域，并深入探究合作生产的动机以及

更加科学、合理的绩效衡量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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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theory of cooperative production has attracted extensive attention from scholars 
at home and abroad, and has had an important impact both on the theoretical level and the practical 
level, becoming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public services. This 
paper further defines the concept of cooperative production in public services based on a systema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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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of relevant literature at home and abroad, and describes 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ve pro-
duction research with the paradigm shift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The study analyzes its influenc-
ing factors from three levels: individual level, public organization level, and social environment 
level, on the basis of which, this paper combs through the types and dimensions of cooperative pro-
duction approaches by scholars at home and abroad. At the same time, this paper also discusses the 
content, assessment mode and performanc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ooperative production perfor-
mance measurement of public services, which provides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performance as-
sessment of cooperative production.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while cooperative production has a pos-
itive effect on public services, there is also a dark side. Future research should strengthen the local-
ization of cooperative production in public services in the Chinese context, further clarify the con-
ceptual connotation of cooperative production, expand its areas of practical application, and ex-
plore the motivation of cooperative production and a more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way of perfor-
mance measur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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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的新时代背景下，公共服务生产范式正经历由传统的专业生产模式转向合

作生产的深刻的变革，旨在通过多方参与、协作共享，提升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率，满足人民群众日益

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合作生产在助推多元主体参与、社会资源整合以及公共服务创新等方面展现出的

卓越潜力和优势而受到公共行政学界的广泛关注。合作生产概念源于西方，最早可追溯至 20 世纪 70 年

代，其发展历程深刻嵌入于从传统公共行政向新公共治理转变的总体范式演进之中。总体而言，西方合

作生产研究成果丰富，但也存在研究低层次和碎片化的问题。而中文文献多从微观层面剖析合作生产内

涵与参与主体，宏观层面探讨不足。这导致中国情境下关于合作生产定义、类别、影响因素等方面的学

者的研究定义呈现多样化特征，缺乏统一的界定。本文旨在对公共服务中的合作生产研究进行深入的文

献综述，以系统梳理和探讨该领域的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首先，本文尝试厘清合作生产的概念内涵，

并追溯其理论演进脉络；其次，本文归类总结合作生产的影响因素、类别划分、绩效衡量方法以及结果

效应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以揭示合作生产在公共服务供给中的重要作用及其运行机制。最后，本文将结

合中国情境，对公共服务中合作生产的未来发展进行展望，以期为中国场景下公共服务供给的改进与优

化提供有益的借鉴与启示。 

2. 合作生产理论概念阐释 

2.1. 概念界定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奥斯特罗姆等学者提出了合作生产的概念，指出公众兼具公共服务消费者和生

产者的角色，可以为政府的公共服务供给做出一定的资源贡献[1]。然而，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合作生产

研究几乎陷入了停滞的十年期[2]，其中一个关键原因在于现实合作生产实践面临管理困难。例如，有学

者认为缺乏社交媒体和移动通讯等技术手段阻碍了合作生产的有效促进和推广，导致其失去学界和业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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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此外，这一时期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兴起也转移了公共行政学的研究导向并相应地转移了学者们的

研究兴趣[3]。直到 21 世纪，合作生产才又重新获得学界的关注和研究。合作生产研究再次得到关注可以

归为以下三个原因：首先，治理主体的多元性。学者们开始关注公共部门、市场组织和非营利组织等行

动者之间的复杂关系。该时期学者们强调的组织间关系、网络、合作伙伴关系，以及其他形式的多主体

公共政策制定和多元化公共服务供给模式[4]，与公共服务合作生产的价值趋向高度契合。其次，公共精

神的退化以及对社会共同体的呼吁，要求学者从公民视角出发，寻求更适宜的公共服务机制，以重振公

民的主体角色。最后，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再次吸引了学者对合作生产的关注。实质上，由于财政紧缩，

新世纪以来的很多对合作生产的呼唤与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如出一辙[5]。随后，合作生产理念在其复兴阶

段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Bovaird (2007)将其视为一种超越公众参与(Participation)和参与(Engagement)的新

型研究范式，指出公共服务供需双方的复杂关系可以由以公众参与为理论基础的合作生产模式来简化[6]。
为了构建更全面的合作生产概念，公共服务主导逻辑/公共服务逻辑等范式框架被相继建立[7] [8]，并基

于理论变迁的视角，对以价值共创为新趋势的公共服务合作生产理论进行了重构，用以阐述“公民在公

共服务供给全过程中自愿性或非自愿性的参与”过程[9]。基于学者们从多角度对合作生产概念的阐释，

本文对合作生产的概念予以如下界定：合作生产是公共服务用户自愿或非自愿地与公共服务提供者结成

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以创造公共价值为目的，对服务的产出过程，包括服务的设计、规划、管理、提供

和评估等做出积极贡献[10]，且合作生产具有主体多元、互利共赢、风险共担以及灵活性等重要特征。 

2.2. 概念辨析 

公民参与、价值共创等概念与合作生产的内容存在一定程度上的重叠，进而影响了人们对合作生产

的理解。厘清不同概念之间的边界及其相互关系对于进一步理解合作生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2.1. 共同生产与公民参与 
共同生产以公民参与为前提和基础，而又超越公民参与的概念[11]。公民共同生产与公民参与可以从

参与程度、领域和阶段来进行区分[12]。在参与程度上，公民只是在政府决策过程中的象征性参与不能被

视为共同生产，只有公民实质性参与公共服务决策过程并影响其结果，才能称为“共同生产行为”；在

参与领域上，公民参与的领域更为多元化和广泛，它不仅涵盖了政治参与，如选举投票、政策讨论等，

也包括了社会参与，如社区活动、志愿服务等。然而，在共同生产的背景下，公民的参与则主要集中在

了公共服务的供给上，他们通过不同的方式和渠道，积极参与到公共服务的规划、生产、管理和监督等

各个环节中，共同促进公共服务的优化和提升[13]；在参与阶段上。公民参与更聚焦于前期的协商讨论阶

段，共同生产则涵盖了公共服务生产的整个过程。总之，合作生产作为公民参与的一种特殊且高度集中

的形式，强调联合行动，与传统形式上依赖于政府“解决问题”相比，合作生产使得公民在公共服务领

域发挥了更为积极和实际的作用。 

2.2.2. 合作生产与价值共创 
在价值诉求多元化和外部治理情景复杂化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学者呼吁合作生产要转向价值共创，

然而有很多学者误将公共服务价值共创当作是对公共服务合作生产的一种局部调整[14]，因此有必要明

晰两者之间的概念及转化路径。奥斯本曾指出价值共创并非合作生产的某种形式，两者存在本质差异。

合作生产是一种由内而外的过程，用户在这一过程中往往是被动，需要按照公共部门的既定目标和要求

来参与合作生产。且常常被政府视作提高公共服务质量的重要资源，一般位于价值链的末端，而价值共

创是一种由外而内的过程，用户在这一过程中变为主动方，是创造和决定公共服务价值的主体，可以与

公共部门之间进行频繁、持续互动[15]，在公共服务生态系统中位于核心位置。简而言之，从以公共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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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心向用户为中心其最核心的转变标准，同时也意味着效率不再是公共部门在合作生产中唯一的关注。 

3. 公共服务中合作生产理论的演进历程 

从整体层面来看，合作生产的研究与公共行政的演进密切相关。学界对合作生产的理论的阐释蕴含

于从传统公共行政向新公共管理再到新公共治理范式三个阶段的演变过程中。 

3.1. 传统公共行政时期 

传统公共行政时期，从 20 世纪 70 年代起一直到 80 年代，合作生产这一新型公共服务供给模式，被

引入公共管理实践之中。这一时期，公共服务供给缺乏合作生产特征，遵循科层制资源分配原则，且公

民参与程度相对较低。这一时期的公共服务合作生产遵循的是控制参与逻辑，整个过程是相对封闭的。

而且政府是主要的价值仲裁者，公共行政人员被认为是独享权力和独揽资源的，并竭力阻挠公民参与到

公共服务的设计和提供，缺少了对居民公共服务需求偏好的回应[16]。此外，也有学者提出公共服务合作

生产也存在一定的消极影响，如合作生产为提供同样的服务可能会消耗更多的时间和资源从而影响行政

效率；更多的参与者参加到公共服务的设计和提供中会更难达成共识，并且合作生产的参与者需要有共

同意愿。 

3.2. 新公共管理时期 

20 世纪 80 年代到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政府主导公共服务的生产模式弊端渐显，市场主体参与协

同生产逐渐成为主流，公私部门合作伙伴关系成为这一时期典型的合作生产模式[17]。主要强调引入市场

机制和竞争机制作为公共服务的资源配置机制[5]。公民和政府的关系几乎等同于顾客和企业的关系，公

民不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公共服务的被动接受者，而是成为了公共服务供给中拥有一定话语权的理性经

济人。新公共管理实现了公共服务供给主体的扩展，打破了政府包揽一切的传统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在

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公共政策制定和公共服务提供的分离。经济、效率和效益也成为了合作生产在新公共

管理运动时期的主要价值取向。新公共管理时期合作生产遵循的是产品主导逻辑，仅仅将公民视为顾客，

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了公民公共服务话语权，而没有将公民视为真正的合作生产者，并未从根本上改变政

府和公民在公共服务过程中的关系[18]。此外，公私合作生产也可能会导致公共服务的碎片化[19]以及价

值目标替换等问题。 

3.3. 新公共治理时期 

21 世纪初至今，新公共治理作为一种新的理论范式，试图实现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有效融合，并

批判了新公共管理语境下的合作生产过多吸收企业的生产导向理论[20]。无论是政府或市场都难以单独

地主导公共服务，简单和公私合作也难以生产公共服务，资源分配的核心机制应当是组织间的网络机制。

新公共治理以公共服务供给系统取代了单纯的公共服务组织，强调通过多个行动者的相互作用来实现社

会目标和提供公共服务，并通过伙伴关系的建构和行动者协作，来撬动社会资源提供公共服务，是以一

种整体性方式解决复杂社会需求和社会包容的工具。随着公共服务实践的不断深化，其价值关注在公共

服务均等性与可及性的基础上转向对服务质量的追求，合作生产的目标也从追求硬性绩效提升至创造价

值层面[21]。在价值共创的视角下，多元化的主体应构建一个开放的公共服务体系，通过对话、协商与交

流，保持和谐融洽的关系。政府可以基于与各主体之间的信任关系，充分理解各主体的意见和观点，与

各方共同塑造公共服务的价值导向，共同开展公共服务的供给[22]。此外，奥斯本提出的以公共服务逻辑

为基础的 SERVICE 框架[23] (系统、嵌入、关系、价值、创新、合作生产和知识)为价值共创视角下进行

公共服务合作生产的要素把握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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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公共服务合作生产近半个世纪的发展轨迹，其理念和实践模式深受公共行政学范式的影响，历

经了从政府主导提升行政效率，到引入市场理念改革公共部门，再到当前强调价值共创以回应更广泛公

共价值的转变(见表 1)。 
 
Table 1. Evolution of cooperative production theory in public service 
表 1. 公共服务中合作生产理论的演进历程 

公共服务合作生产的演变与发展 

 I 传统公共行政时期 II 新公共管理运动时期 III 新公共治理时期 

主导逻辑 控制参与逻辑 产品主导逻辑 公共服务逻辑 

价值取向 交换价值(行政效率) 使用价值(回应性；3F) 多元价值；公共价值 

公众假设 低参与的或被动的 理性经济人 复杂人或经验人；公共人 

实践模式 科层制 市场机制 网络 

价值仲裁者 政府 市场 整体社会(公共领域) 

4. 公共服务中合作生产的影响因素 

公共服务合作生产受到多种层面的综合影响，包括个体层面的特征、动机与感知，公共组织的特性、

工作人员素质与管理方式，以及社会环境的政治经济文化条件、技术变革和社会资本等。这些因素相互

作用，共同塑造着合作生产的格局和效果。 

4.1. 个体层面 

在个体层面上，公共服务合作生产的驱动力源于多个维度的考量，除了公民个体的客观基本特征影

响着公民参与公共服务合作生产之外。公民的参与合作生产的动机以及对于公共服务的需求程度，对公

共服务重要性的感知程度也在影响着公共服务的合作生产。 
首先，公民的个体特征包括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以及经济水平状况等会对合作生产产生错综复

杂的影响。同时，公共服务还需要公民具备一定的知识能力并投入相应时间和资源。 
其次，个体的动机是推动公共服务合作生产的关键因素。这些动机多样复杂，包括制裁、物质奖励、

内在激励、社会性激励和规范性激励五种[24]。然而，在多数情况下，公民更多地是在内在激励、社会性

激励和规范性激励的驱使下，积极参与到共同生产之中。总体而言，非物质奖励对公民共同生产的积极

作用要明显高于物质奖励[16] [25]。 
再者，公民对公共服务的需求也影响着他们的参与意愿。那些对服务需求明确且持续的群体，往往

更愿意投身于共同生产之中。这种明确性和持续性不仅体现了公民对服务价值的认同，也反映了他们对

改善公共服务的迫切期望。 
此外，公民感知因素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既包括公民的自我认知效能，即公民对于自身能够影响

公共服务程度的认知；又包括公民对公共服务的显著性、参与容易程度以及满意度的感知。一般来说当

公共服务具有较为重要的社会意义且相对容易参与[26]，同时公民对政府的满意度在中等满意至满意区

间内[27]，对公民参与合作生产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4.2. 公共组织层面 

首先，就公共组织自身而言，公共组织自身的一系列特性会对合作生产带来多方面的影响。在公共

组织的内部组织设计上，灵活的协助决策机制以及有利于合作的文化规范和价值观的构建能够促进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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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生产[28]。此外，公共组织对于管理工具的灵活选择和应用能力，影响其能否有效地引导公民参与合

作生产。公共组织越善于运用各种管理工具，其引导公民参与公共服务生产的能力就越强。具体来说，

这种能力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提供信息和资源的干预措施，如通过教育、培训等手段来降低参与成本；

二是创新性管理形式，如采用信息技术和时间银行来促进价值共创和资源整合。但是，政府干预效果因

目标群体而异，一般而言，提供信息和材料相比仅提供信息更有效。值得注意的是，跨界合作在组织间

具有重大意义，能够显著提升共同生产的多样性和拓展合作空间[29]。特别是第三部门在推动公民共同生

产方面发挥着更为突出的作用[30]。 
其次，就公共组织人员而言，公共组织工作人员的综合能力素质，包括态度上重视共同生产且具备

有效沟通协调、团队建设等技能的公务人员更能调动公民参与合作生产的积极性。公共管理者还应该主

动引导公民进行合作生产，转变传统工作方式，克服传统工作方式和认知偏差的障碍。 
此外，就公共服务类型而言，公共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类型不同所带来的共同生产水平和持续性也

不同。从收益排他性来看，相关研究表明，环境和邻里安全领域居民合作生产意愿高于实际行为，而健

康领域实际花费和意愿花费时间基本相当[31]。从公共服务的层级来看，地方层面的服务用户更容易“拉

动”服务的个性化配置[32]，局部范围的公共服务更契合共同生产模式。 

4.3. 社会环境层面 

合作生产行为的发生往往嵌入于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其背后的影响因素错综复杂。 
首先，从宏观社会环境来看，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条件及其所蕴含的文化价值观念，深刻塑造

着公民的意识形态，进而影响到他们对公共服务的认知以及对合作生产的态度。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公

民对服务需求的认知上，更在于他们对合作生产模式的认同与接纳。 
其次，随着新兴技术的变革，特别是数智之治的兴起，合作生产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这一变革主

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智能网络的发展畅通拓宽了公民政务参与的渠道，进而提升了公民合作生

产的意愿和参与的深度。二是丰富的信息化网络平台有助于多元主体的社交互动和异质性资源交换与整

合[33]，从而优化合作生产整体流程和治理结构。三是实现技术与制度的动态适配，创新基层合作生产格

局和制度体系[34]，进而保障合作生产价值共创的可持续性[35]。 
此外，社会资本亦是社会环境中一个普遍的研究因素，在合作生产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从理论上讲，

社会资本与邻里团结被视为维系社区居民间紧密联系的重要纽带[36]，有助于推动共同生产的实现。然而，

相关量化研究发现了社会资本可以产生积极与抑制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譬如，在社会资本较高的地

区，公民反而不愿意参与合作生产，因为他们所拥有的社会资本足以使他们要求地方官员提供高质量公

共服务[37]，这一发现促使我们深入关注不同类型的社会资本，以及它们对各类共同生产者所产生的差异

化影响。 

5. 公共服务中合作生产的类型与维度 

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合作主体间的互动形式、公民参与程度差异、合作主体的权力分配等方

面，对公共服务合作生产进行了类型划分。Whitaker 从广义将公共服务合作生产分为三类：一是公民请

求公共部门的协助，即公共部门应公民具体要求而进行的合作生产[38]。譬如，社会保障、福利、失业和

医疗保险的支付都取决于公民的申请，属于是公民请求公共部门协助型合作生产。二是公民向公共部门

提供协助，公民出于自愿性参与部分公共服务的供给过程。三是公民和公共部门相互作用。公民和公共

部门需要在一些合作生产的行动中形成共识，这种期望和行动的相互调整的关键在于更多的沟通。Rich
基于合作生产参与者的态度差异和服务结果的交织，将合作生产划分为主动的积极合作生产行动、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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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消极合作生产行动、被动的积极合作生产行动以及被动的消极合作生产行动[39]。Brudney 和 England
基于合作生产的参与主体层次，将公共服务合作生产划分为个体合作生产、团体合作生产和集体合作生

产三个类型[40]。其中，在个体合作生产中又可以进一步分为“俘获式”和“自愿式”两种类型。此外，

Osbomme 与 Strokosch [41]在运营、战略和服务三个层面上又将合作生产的模式划分为消费者合作生产、

参与式合作生产和增强型合作生产。 
我国学者姜晓辉基于阿恩斯坦(1969)的公民参与阶梯理论，提出了政府–公民合作互动的三种类型：

“政府主导，公民为辅”；“政府–公民伙伴关系”以及“政府平台，公民参与”[42]；李宁等人指出，

公共服务合作生产在数字时代的显著特征在于利用数字化平台对其基底进行重构。于是，基于合作生产

所在地和合作生产方式两个维度合作生产概括为四种类型：一元统筹型、吸纳助推型、政社互补型和公

民主导型[43]。之后，魏来等在前人的理论基础上，从政府与公民的互动关系和角色转向入手，对这四种

合作生产模式从政府作用、公民参与等维度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44]。在一元统筹型合作生产中，以政府

为主导，公民以自上而下的授权形式被动参与，协作程度较低。在吸纳助推型的合作生产中，虽仍以政

府为主导，但政府已经开始主动吸纳并引导公民个体的参与。这两种类型的合作生产都将公民嵌入了公

共服务组织网络。在政社互动型合作生产中，政府与公民结成“伙伴关系”共同参与到公共服务的生产，

且在决策模式上形成了政府与公民的双向赋权。而公民主导的合作生产以“委托授权”和“公民控制”

为侧重点，政府更多地在合作生产中充当元治理的角色而更多地让公民群体发挥主导作用。政社互补型

和公民主导型的合作生产模式都位于公民参与阶梯的高阶，公民都可以参与到公共服务生态系统的网络

化协作(见图 1)。 
 

 
Figure 1. Types of cooperative production in public services 
图 1. 公共服务中合作生产的类型 

6. 公共服务中合作生产的绩效与衡量 

6.1. 公共服务中合作生产的绩效 

公共服务合作生产的重要目的就是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效果，也就是提高合作生产的绩效。 
首先，公共服务的合作生产绩效的内容包括结果绩效与过程绩效[45]，结果绩效主要表现为公共服务

的效率和质量，而过程绩效可以从社会价值建构、资源整合和强化问责这三个方面来理解。在合作生产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4.13121110


李卿瑜 
 

 

DOI: 10.12677/ass.2024.13121110 327 社会科学前沿 
 

的结果绩效中，公共服务效率即公共服务的投入产出比，而公共服务质量主要指公共服务的可及性、回

应性和满意度[46]，即公共服务能在多大程度上满足公众期望与需求。政府与公民在合作生产过程中往往

会加强沟通与互动，进而建立良好的伙伴关系，既可以节省政府的行政成本，又有助于政府以公民需求

为导向来分配资源，从而提高公共服务效率和质量。在合作生产的过程绩效中，公共服务合作生产的过

程的本质就是通过社会价值建构实现公共价值的共同创造；而合作生产的资源整合是一个动态复杂的过

程，涉及公众参与、信息共享以及建立常态化的合作机制等一系列问题。此外，多元主体合作生产公共

服务在建立合作生产过程中横向问责机制的同时也强化了纵向问责[47]。 
其次，公共服务合作生产绩效主要有两种评估模式，即客观测量和主观衡量[48]。起初，对于公共服

务合作生产的绩效评估，主要侧重于客观层面的衡量。但是随着相关研究的推进，很多人发现单方面关

注客观绩效容易忽视政府与公民互动中的其他重要因素[49]。因此，对于合作生产的绩效评估不应只关注

效率问题，更应该关注合作生产的公共价值的产出，尤其是需要重点关注合作生产的公平问题[50]。同时，

公共服务合作生产涉及政府与公民之间的互动，这种互动中的公平性、回应性等因素对于公共价值的实

现至关重要。公民作为公共服务的直接受益者，既是公共价值的客体，也是评价公共价值是否得到实现

的重要主体。于是，学者们开始关注从主观层面去衡量公共服务合作生产的绩效，随着“公民本位”理

念的出现，公共服务合作生产绩效评估中公众主观评价的重要性日益突出[51]，公众主观评价特别为公共

服务的回应性和公平性提供了更多有价值的信息[52]。在政府作为单一供给者的传统公共服务供给模式

中，存在极易形成公共服务不公平的现象，即真正需要公共服务的公民享受不到充足的服务，特别是弱

势群体的声音相对更容易被湮没并被政府忽视。近年来，随着研究的进一步发展，许多学者将客观绩效

测量和公众主观评价的有机结合，既考虑服务的实际成果和效率，又充分考虑了公民对服务的评价和感

受，从而为更加全面、准确地评估公共服务合作生产的绩效提供了助益。 
此外，针对影响合作生产绩效的影响因素学者们也展开了丰富的研究。一方面，从合作生产自身的

目标、环境和资源角度出发，有学者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上海、北京等地的社区公共服务实务部门的调

研资料进行研究分析发现，多方合作主体之间目标的明确性与一致性，合作环境中居民的参与积极性和

政府的支持力度以及合作生产者投入的资金、拥有的资源和掌握的信息的丰富度，均对城市社区公共服

务合作生产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53]。另一方面，从合作生产的主体角度来看，政府和公众作为合作生

产的重要主体，合作主体间能否保持高度的韧性和活力对合作生产绩效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54]。在政府

层面，可能影响合作生产绩效的因素包括组织特征和组织文化两个方面。在公众层面，公民所具有的个

体特征以及个体所具有的社会资本，都是影响合作生产绩效的因素。同时，合作生产的任务属性和合作

主体间的关系质量也可能在很大程度影响公众参与合作生产的绩效。值得注意的是，公民对政府绩效的

感知和自我效能的感知也越发成为影响合作生产绩效的重要因素。其中，相关研究表明政府投入是提升

治理感知绩效的必要条件[55]。 

6.2. 公共服务中合作生产的结果效应 

公共服务中合作生产的结果效应并非单一维度所能概括的，它是一个复杂且多维的现象。合作生产

在公共服务领域的应用，既可能带来公共服务效率和效益的提升，推动社会公平与和谐。也可能会因为

合作主体的不当行为而损害公共服务的有效性。 
公共服务合作生产在个体、组织和社会三个层面都会产生正向效应，首先，个体层面，公民可以获

得精神物质激励，提升自身知识技能，改善授权感知，成为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者和贡献者[56]。其次，

组织层面，合作生产能够提高组织效率和效益，增强政府的适应性和创新性，改善公共组织与公民关系，

提升公民对于政府的满意度。此外，社会层面，合作生产在促进公民互惠、培育社会资本、推进公共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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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公平、创造公共价值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然而，在公共服务合作生产产生正向积极结果的同时它也可能产生一些消极的结果，这些消极的影

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就参与主体而言，公民参与合作生产可能面临压力、疲惫等心理成本。特

别是当公民被倡导参与为亲友谋求个人私利的合作生产活动时，更有可能引发心理成本，从而影响服务

的质量与公平性。就公共服务的性质而言，合作生产主体的行为可能不符合组织和社会最佳利益，不当

行为会损害合作生产的有效性。当资源未能互惠整合或滥用时，会发生价值共毁[57]。因此，关注合作生

产对公共管理的消极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需要注意的是，公民共同生产的正面效应和负面效应往往是同一合作生产项目的一体两面。合作生

产的作用路径错综复杂，积极结果的产生需要行动者间的相互信任和自愿承诺。在合作生产创造公共价

值的过程中，如若制度设计不合理，势必会带来一些个人利益的牺牲，进而降低他们参与合作生产的积

极性，阴暗面的研究是为了提醒实践研究者重视如何在复杂公共服务情境下对合作生产进行制度科学合

理的设计和执行才能产生良好绩效，从而尽可能把阴暗面降到最低，去充分彰显合作生产的积极效应。 

7. 公共服务合作生产中的核心争议与前沿问题 

7.1. 核心争议：合作生产的行为主体 

学界对“谁是公共服务合作生产的主体”以及“如何识别公共服务合作生产主体”的讨论从来没有

停止，在“公民合作生产理论”以及早期合作生产研究中，似乎只有公共部门和公民是公共服务合作生

产的主体，所以一开始倡导的就是以公民参与为中心的合作生产；而在“网络合作生产理论”以及近些

年的研究中，公共服务合作生产主体得到了延展，除了公共部门和公民外，企业、行业协会、公民团体

和非营利组织等都被纳入了公共服务合作生产的范畴[58]。Nabatchi 等分析了不同学者对合作生产的参与

主体研究后，指出合作生产主体由公共服务“常规生产者”和“共同生产者”组成，其中“常规生产者”

包括公共部门、社会组织、市场组织以及专业服务人员；共同生产者则包括公民、客户、服务使用者、社

区成员家庭或者邻居等[5]。虽然不同学者对公共服务合作生产主体的界定越来越明确，但 Alford 认为，

对于公共服务合作生产主体研究而言，核心问题并不是列出一个主体选择清单，而是要构建一个分类框

架来帮助理解主体间的关系，并通过构建主体间的新型关系来实现合作生产[59]。 

7.2. 前沿问题：数字技术何以赋能合作生产 

数字化时代的快速发展使得数字赋能合作生产已经成为了社会治理的新模式，数字技术的变革不断

推动着合作生产的智慧化转型，并成为了公共服务供给模式重构与转型的强大动力。数字技术改变了传

统的政民互动模式，打破了时空界限，进一步加强了政府与公民互动的实时性和开放性[60]。不仅有助于

提升合作生产的效率，而且拓宽了合作生产的场域。数字技术可以通过重塑政府治理理念、构建公众参

与的场域、统合海量信息平台以及更好地提升服务效能来优化公共服务的合作生产。但是数字赋能合作

生产也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对于政府而言，一方面，需要公务人员拥有与数字化合作生产需求相适配

的管理能力，另一方面，信息技术以及开放数据的高成本要求政府有足够的财力来承担[61]。就海量数据

本身而言，如何确保数字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以及如何防止数字信息泄露、滥用也是政府需要必须

要考虑的问题。稍有不慎，就可能会导致合作生产过程中的价值共损。就参与主体而言，数字鸿沟已然

成为吸引公众参与的重要障碍[62]。数字技术作为一把双刃剑，如何避免公共服务合作生产数字化的负效

应，如何明晰不同类型的数字技术在合作生产中具体贡献和影响的异同[63]、如何从实证层面揭示公共服

务合作生产绩效在数字时代下的差异化生成机制以及各领域公共服务合作生产在数字技术驱动下的形成

机理仍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与探讨[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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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中国情境下公共服务中合作生产的未来展望 

8.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公共服务合作生产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两大特征，这种政治体制对于塑造我国行

政官员及公民等合作生产主体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一方面，与西方多党制下的模

式截然不同，党建引领是中国场景下的公共服务合作生产的鲜明特点。党委全面领导的社会参与制度是

中国情景下合作生产最根本的政治保证[65]。换言之，我国的合作生产本质上就是以党委为领导的政民互

动，是“一核多元”型的合作生产。此外，“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是我国基层治理中的重要治理体系，

制度体系下的合作生产既能响应政治引导，又能获得行政权力，减少管理冲突，因此基层党建是解决社

区治理问题的关键。北京社区治理中的“劲松模式”也从实践层面证明了党建引领的合作生产是走向公

共价值共创的根本原因[66]。另一方面，公众的全程参与是中国场景下公共服务合作生产的本质特征，这

也与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念相契合。中国情景下的公共服务合作生产要精准满足多维度的民生需求。

同时，公民在合作生产中有权决定需要哪种类型的服务以及选择由哪种方式提供服务，并且应当由使用

者来判断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是否精准高效。 
未来，在探索中国场景下的合作生产模式的时候，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政府也要善于倾听民意，畅通并拓宽互动渠道真正实现公共服务的供需适配。此外，我国对于中国场景

下公共服务合作生产模式的实践研究大多都是基于单案例研究，而每个地区的政策和场域各不相同，特

别是对于社区治理这类复杂议题，一些典型案例建构的理论模型难以成为全国范围内的普适性模型，后

续研究可以通过跨案例比较，探索更多实现价值共创的机制路径，持续优化公共服务合作生产的模式。 

8.2. 中国特色文化体系下的公共服务合作生产 

我国的社会文化背景与西方存在显著的差异。在西方社会，个人主义价值观占据主导地位，而在我

国儒家思想等传统文化的影响下，我们更加重视人际关系的和谐、是一个讲究人情的社会。重血脉宗亲，

具有浓厚的家族观念以及权威与服从。这些文化特点对公民对合作生产行为的理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例如“百善孝为先”以及“敬德保民”等传统文化思想在我国养老领域中既牵涉养老服务供给方的行为

观念，也会转变老年群体对于服务的感知、理解。已有实证研究表明根植于传统文化的养老观念、供给

方式等能够对于社区养老服务的供给水平以及可及性都具有重要影响[67]。此外，在乡村治理场域，基于

血缘与地缘的深厚纽带，传统宗族文化与地缘文化所孕育的向心力，深刻地塑造了农民对于宗族共同体

及乡村共同体的身份归属感与责任担当意识。在这一框架下，以礼俗关系为内核的乡村公共舆论空间，

以及错综复杂的乡村社会关系网络，共同构成了一套强有力的社会约束机制与动员力量，对农民参与合

作生产的行为动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与规范。李少惠在研究乡村春晚案例时发现，文化认同是推动农民

参与乡村文化合作生产的动力源，对于推进乡村文化治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68]。 
未来研究应将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中的价值理念融入到更多公共服务合作生产的场域当中，开展更具针

对性和实效性的中国情境下合作生产行为研究。发掘和建构出更具本土契合性的合作生产理论，为推动我

国社会的和谐发展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同时也可以为全球合作生产理论的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经验。 

8.3. 中国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的公共服务合作生产 

随着我国科技与经济的迅猛发展，数字赋能合作生产已经被视为提升公众参与度和构建共建共治共

享新格局的重要途径[69]。在数字时代，以数字化平台重构其基底是公共服务合作生产最显著的特征。而

数据共享则成为推动部门间高效合作生产的核心动力，并在价值创造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已有研究通

过对一些典型案例的剖析发现数字治理不仅能够提高政社共治的有效性[70]，还能依靠技术赋能与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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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嵌入两股力量强化基层合作生产[71]。 
未来，要想借助合作生产的数字化转型创新，开创全新的治理图景。在实践层面，一方面，要善于

借助各类数字为公共服务合作生产提供新途径，譬如，通过自助服务终端和智能在线服务构建智能政府。

借助人脸识别、短信验证等认证方式及智能软件为公众提供精准服务信息。利用物联网、云计算等技术

感知需求，预测服务供给趋势，进而优化服务体验。另一方面，要构建可持续的制度安排对于发挥技术

工具的功效至关重要，可以为合作生产提供必要指导。通过重新设计政府组织机构和流程，将数字技术

融入智慧治理过程。利用数字平台实现多元主体间的信息共享与互联互通，使其在更广泛的制度环境中

发挥积极作用。在理论研究层面，还可以进一步挖掘信息时代所带来的海量数据资源，并借一些定量研

究方法例如计量分析、系统仿真等对数字赋能合作生产的路径机理进行实证性、精确化的补充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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